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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学考古学的现实意义

赵丛苍

摘 要：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医学考古学连接了医学与考古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融

合。其研究可聚焦古往今来人们都十分关注的医药学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依据实物资料，客观、真实地揭示

古代医药学起源和发展的宏观脉络与诸多细节，具有重要的医药学意义、疾病学意义、健康养生学意义、人文关

怀意义、遗产学意义、学科意义和中医药国际化意义。提倡和推动医学考古学的学科构建与发展，必将促进考

古学与医学边缘领域的研究，实现研究理念和研究目的的科学化转变，形成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方法

论，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医药文化，强化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服务现实，可谓是科学研究“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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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

重要标志。“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

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

一门学科”［1］。医学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

对象，具有考古学的特征，而研究内容则与古代

医学息息相关，是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

医学考古学的研究，能够从考古学的角度，依靠

考古资料，进一步客观、真实地揭示古代医药学

起源和发展的情况，聚焦古往今来人们都十分

关注的医药学问题，推动考古学研究“透物见

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

学、利国利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笔者积极主张医学考古学的构建并努力推

动该学科发展，在此对其现实意义再作申论。

一、医学考古学的医药学意义

保持和增强健康，同疾病进行斗争，是人类

繁衍生息的基础，也为社会的前进发展提供了

不竭动力。医学考古学涉及的医药学内容关乎

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有助于增强医药学的生命

力，也为临床医学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实用

价值。医学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归根结底是为

了促进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服务于现代社会。

虽然我国中医学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对考

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所包含的医药学潜在信息

的发掘与揭示，却是十分有限。而医学考古学

则旨在对医药学物质遗存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研究，以揭示其丰富、精深的内涵，深化和推动

现代医药学的持续进步，造福当代人类。

医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古代医学物质遗

存，涉及古代医学诸多内容，是揭示古代医学活

动的重要资料。医学物质遗存包括人们日常医

药活动中遗留的器具、药物、疾病遗骸、脉案处

方、书画等，是日常医护活动、救治活动、医药管

理、医护心理等方面的直接物质载体，能够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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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实的反映古代人类的医疗实践活动。丰富

的古代医学物质遗存表明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还可为现代医药学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就考古发现的医疗器具而言，其是古代医疗

手段的见证，通过深入研究，能够了解古代医疗

器具的形态、材质与工艺等，为医学研究提供实

例。例如，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及其邻近地

区，随葬的内盛骨器的穿孔龟甲很可能即是具有

广泛标识作用的砭刺医用套具［2］。河北藁城台

西村商代遗址M14出土了一件石镰，据研究其为

医疗器具砭镰，应是外科手术刀的雏形［3］。湖南

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一件砭针［4］。河北满城

汉墓出土了“医工”盆、“九针”、铜药匙、铜滤药

器、银罐药器、银漏斗、双耳铜镬等医疗用具［5］。

江苏江阴明代墓葬中出土了柳叶式铁质外科刀、

平刃式铁质外科刀、圆针、剪刀、药刷和木质药罐

等器具［6］。这些医疗器具为认识制药工具和治

疗用具的产生、发展及其时代特征提供了可靠的

实物例证，还可填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无论是实

用功能还是样式造型，其对现代医学都具有重要

借鉴价值，医药学意义十分突出。

二、医学考古学的疾病学意义

医学的出现是为了对抗人体疾病。医学考

古学对古代医学物质遗存的研究，将促进我们

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疾病、人类健康状况、生活习

俗等方面的认知。例如，通过对甲骨文的考释，

可以了解到殷商时期至少存在内、外、儿、妇产、

传染等科疾病五十余种［7］。此外从考古发掘

看，与疾病相关的考古遗存也主要集中于人体

遗骸和出土药物上。

古代遗尸是古代人类疾病信息的重要载体，

为我们研究古代疾病学和治疗方法提供了宝贵

资料。山东广饶傅家墓葬、青海民和阳山墓地

等遗址出土的穿孔头骨，为研究中国古代开颅

术提供了实证［8］。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的骸

骨中发现了一例疑似患有多发性骨髓瘤的尸

骨，此发现扩展了目前关于癌症的时空分布［9］。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尚未腐烂，保存完

好。经检测，其患有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

病、胆石症、血吸虫病等疾病，死者很可能是因

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亡故。在所随葬的熏

囊、绢袋、绣枕和熏炉内还发现有辛夷、茅香、花

椒、干姜、佩兰、高良姜等药物［10］。对陕西蓝田

公王岭人头骨化石的研究，据头骨凹凸不平等

特征，推测该个体曾经患有梅毒［11］。

疾病对于个人来说，一旦发生，所引起的多

只是身心状态、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对于

整个社会而言，大规模疾病的发生，特别是瘟疫

的出现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不仅对

国民生命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可能波及国家的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略等方方面面。《说文

解字》载：“疫，民皆疾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史前遗址的房址

中，发现了大量遗骸，人骨聚拢、叠压、凌乱、焚

烧，未见有肢解和创伤等明显具有暴力冲突因

素的痕迹。通过对人骨的观察和情境分析，再

结合生业方式和民族学资料，推测应为史前瘟

疫导致的较短时间内大规模非正常死亡［12］。其

聚落的消亡也应与此有关。曹植曾在《说疫气》

中记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年）瘟疫肆虐

的惨状：“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

泣之哀。或阖户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

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如藿之子，荆

室蓬户之人耳。”［13］125-126即使在现代社会，科学

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许多由来已久的困难和问

题变得迎刃而解，但疫病未远离人们而去，一当

瘟疫等传染性疾病发生，人们依然会十分恐

慌。譬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中国通

过有效手段控制住了疫情，然其他国家仍深陷

疫情泥潭，对社会与个体所造成的连锁反应破

坏甚大。若在医疗水平和防控理念相对落后的

古代，此类大流行疾病造成的危害会更加惨重。

而通过对医学物质遗存的研究，必将带动

诸如疾病与人群、疾病与社会、疾病与经济、疾

病与政治、疾病与军事、疾病与法律等关系的研

究，甚至触及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等深层方面内

容。因此，依据实物遗存开展对疾病学方面的

研究，意义非同小可。除了促进“证经补史”、推

动对疾病本身及其治疗方法的认知外，还将加

深人们对疾病与古代社会的认识，也将为当今

社会应对疾病的措施与方法提供重要参考，推

论医学考古学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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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

三、医学考古学的健康养生学意义

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中涉及众多医疗健康

养生内容。古代人喜欢运动锻炼来调节气息，达

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战国时期的玉石刻文《行气

玉佩铭》记载了运用呼吸来修炼气功的方法，是

我国医疗保健方面较早的文献。汉墓中出土的

养生文献尤多。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有与气

功相关的竹简，以及气功强身帛画《导引图》［14］。

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15］和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

侯墓［16］出土的竹简中，也有行气导引之术的相关

记载。古人还采用物理方法，来调节身体各方面

的平衡。《说文解字》曰：“砭，以石刺病也。”考古

发现的砭石，除了被用以切破肿疡、痈脓，排除瘀

血外，又是重要的医疗保健用具，用其对身体部

位进行刮、压、擦、划、刺等操作，有利于疏通经

络、活血化瘀、缓解病痛，对于身体脏腑、气息、阴

阳平衡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早期文献如《黄帝

内经》《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脉书》中

即有砭、灸之法的相关记载。考古还发现有较多

明清时期的羚羊角、木拐、木梳、按摩棒、按摩板、

按摩捶、按摩铲、按摩杵、太平车、滚脚凳、滚轴按

摩器等按摩用具，可见按摩也是当时重要的养生

治病方法。而这些器具为古代按摩方法等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此外，古人还注重了解

食物的特性，以食疗的方法满足身体所需元素。

古代铜镜铭文中，就不乏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河

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尚方”镜，镜背一圈铭

文：“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

饥食枣，寿而金石天之保兮。”［17］168陕西扶风出土的

“王氏仙人镜”，铭文：“王氏作竟（镜）真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

海，寿如金石为国保。”［18］反映出当时人通过“饮玉

泉”“食枣”等服食方法，以期实现长寿不老。

这些物质遗存为认识古代丰富多样的健康

养生方法提供了宝贵信息，蕴含着精深的养生

学原理，对现代医疗康养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

启示和参考价值。

健康与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追求的美

好目标，例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

土有“延年益寿”瓦当［19］69。此吉语就表达了人

们希望健康长寿的愿望，而当时流行的健身运

动法、穴位按摩、食疗、药膳等健康养生方法，也

得以绵延至今、传承发展。考古发现的这些养

生方法，注重顺天守时以调节处理身体的阴阳

关系，使身体之气与万物之气相协调，促进健康

与长寿。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体力劳

动减少，“富贵病”多发，人们应更加追求健康养

生之道。而这些方法也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虽有所创新和改进，但仍延续了我国古代医

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现代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了解和重新审视古代

医学物质遗存对于推动国民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促进身心健康，其意义不言而喻。

四、医学考古学的人文关怀意义

医学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科学，更具有以

人为本的属性。医学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关

系着人的健康与生命，是涉及人本身的科学。

和谐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建立也是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因

此，医学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因为其

中贯穿着医者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对古代医学

的研究不应只注重技术层面，更应该揭示物质

遗存背后所体现的古代医学的人文精神。

由于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隐形的，有时转瞬

即逝，因此考古发现能反映古代医学人文精神

的遗存较少。尽管如此，经过深入的分析，其物

质遗存上的意识形态是可以被认知的。山东微

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扁鹊行医图》，

绘制的是扁鹊执砭石或针对患者进行医治的题

材［20］。患者有秩序地跪坐一列等待医治，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在医患心理方面基本形

成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的行医规范，即医者一

视同仁。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出土有辽代的

《神农采药图》，描绘了神农采药途中右手擎灵

芝，左手携药锄，身背药篓的形象，充分表现了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21］。正如晋朝杨泉《物理

论》中所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

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神农不顾自身安危，舍己为人，以身试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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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医者的仁慈博爱和一份

重大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国古代有众多伟大的医者，诸如扁鹊、张

仲景、华佗等，这些医学家不仅医术高明，更有

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对这些医者史迹的研究将

启发现代医者的人文情怀、提升其人文素养。

对于相关物质遗存的研究也将为建立和谐的医

患关系树立典范，解决当今社会以经济关系为

主的医患矛盾，推动建立医患命运共同体。同

时，医学考古学能够从实物资料上汲取古代医

者与患者之间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内

涵，促进医患间道德规范的完善，最终为维护现

今医患关系的和谐稳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五、医学考古学的遗产学意义

医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医学物质遗存本身

便是无可争辩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科学价值。

医学考古资料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

性。医学物质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考古发

现的实物文献相比历史文献而言，并未经过后

世人的转译，更具可信性。此外，虽然医学实物

遗存并非古代人类医学活动的全部遗留，但也

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医用器具、医疗保健器具、

药材药品、疾病载体、医学绘画、实物文献等资

料，可以印证史籍，弥补医学史籍的缺失，丰富

医药学研究的资料。因此，其具有证经补史的

作用。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西汉《万物》简牍，

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性质的书籍，填补了我

国药学史上战国至秦汉之间的空白［22］。咸阳姜

家村西汉墓出土了“太医”彩绘陶罐，《后汉书·
百官志》中记载“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此发现

对于推测西汉时期太医令等六百石官员的墓葬

规格以及随葬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3］。在双

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其上有红色

漆线绘制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24］。成都老官山

汉墓出土漆人体经穴俑，经络循行路径和交汇

信息更为丰富复杂，其俑身刻有圆点标示穴位，

并有“心”“肺”“肾”等文字表示［25］。虽然医书史

籍中关于经脉循行路径已有记载，但并没有详

细、统一的记录，而针灸经脉木人的发现提供了

研究古代经脉学说较完整的、具体的资料，弥补

了医学史籍的阙失。通过对衡阳县何家皂北宋

古尸的粪便及胆管的检测，发现其生前有华枝

睾吸虫感染，证明我国早在宋代便流行华枝睾

吸虫病，将其历史从明代前推了四百多年［26］。

一些医学遗物除具有实用功能外，还在器形

上融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具有一定的艺术

价值。医家脉案、处方、书画作品等既是珍贵的

医学史料，又是难得的艺术作品。一些医用工

具，像脉枕、外科刀、剪刀、针、针盒、锥、淋洗壶、

药碾、石磨、炼丹器、温药器、药盒、药罐、药盆、滤

药器、罐药器等，在造型上还具有一定的美学价

值。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罐、金盒、银盒等

贮藏器具，银锅、金铛、金铫等熬药器，玉杵、玉臼

等捣药器，银杯、银碗、银壶等盛药器［27］，除实用

价值外，在造型上也十分精美，附着有当时人们

的审美取向，至今也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精品。

医学物质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

会的认知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我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崇尚天然药

物，讲究药方配制。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

土了桃仁、郁李仁和大麻子等医药遗存［28］。山东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有药丸、粉状药物以及石

英、滑石、方解石等药石［29］。陕西西安何家村窖

藏中发现有许多金银医用器具和药品，其中有井

砂、朱砂、明砂、紫砂、钟乳、白英、紫英、珊瑚、琥

珀、密陀僧、黄（金）粉、金箔等药物，主要是炼丹

原料［30］。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唐墓

群中出土有一枚萎蕤丸及其服方［31］。洛阳龙门

石窟药方洞中的《龙门石窟药方》，包括临床医

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内容，是我国现存记载较早

的原始医药资料［32］。考古发现的这些药物、药方

都是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科学性，于当今社会

也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古代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历史上遗留的

医学物质遗存是研究中医的宝贵资料，蕴含了

古代先民的医学活动，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医学物质

遗存相比其他考古遗存而言多为零星出土，往

往被人们所忽略，使许多医学物质遗存的价值

论医学考古学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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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得到揭示。此外，医学物质遗存中有较多

为简牍、帛书、尸骨遗骸等易于腐朽的遗存，随

着时间的流逝，其往往难以完整保存以致价值

日益减退，因此，对其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随

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增多，医学物质遗存的新发

现日渐丰富，相关资料业已发表，已经具备对其

进行系统、全面整理的条件。为此，急需对医学

物质遗存进行整理、研究，以充分发挥医学物质

遗存的价值，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也

为现代医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关系国计

民生的医药学发展贡献学科力量。

六、医学考古学的学科意义

研究内容的扩展是学科发展的推动力，理

论和方法的创新则是学科发展的核心生命力，

考古学与医学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碰撞出新的

学科生长点。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

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

科学。”［33］在考古学的众多物质遗存中，医学物

质遗存并不起眼，与日常生产生活用器和明器

等遗存相比，因所占比例较小而常常被研究者

忽视。医学考古学的提出，将对考古发掘出土

的与医学相关的文化遗物进行系统、全面地整

理，通过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将引发

新的考古学和医学研究视角，从而使考古学与

医学各自研究领域产生扩展，在交叉研究的基

础上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为加速科技创新、推动

学科繁荣发展提供驱动力。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 Childe）曾说过：

“（考古学）把历史的视线往后伸展了一百倍，就

像显微镜为生物学揭露了隐藏在巨大的躯体内

的最微细的细胞生命。”［34］317在学科意义上，医

学考古学使考古学的“视线”进一步延伸，这不

仅仅是研究对象的细化，更为考古学揭露更加

细微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医学

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其基础

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和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体质人类学、人体

解剖学、病理学、伦理学、中医学与中药学等，但

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言，其又注重考古资料与

文献资料综合研究法、科技考古法、实验考古法

和情境分析法等方法手段［2］。因此，“在中国考

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考古学的进步正是

由于一直吸收和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

果，医学考古学也不例外，也需要不断借鉴其他

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比如病理学、医

学史、法医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1］。

七、医学考古学的中医国际化意义

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医药

也逐渐迈向世界。至迟秦汉时期，中国的医药

技术就开始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朝鲜、日

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诸国等的医

学在古代都曾受到中医的影响。这也在不同程

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

社会的进步。而交流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

双向的。中医中药对外走出去的同时，自身也

得以不断的丰富和进步，主要表现为药物种类

的增加和治疗技术的发展。这对古代中医药文

化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交流

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例如，西汉张骞

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国家经

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其中就包括医药学交

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和东南亚各国

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医药学的

内容。例如阿魏、安息香等药物的传播与使用，

均与医学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35］457。

隋唐时期始，日本系统地引进和学习中医药

学，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了“汉方医学”体

系。其制定的医疾令规定，医生须学《甲乙经》

《脉经》《本草经集注》《小品方》等，针生要学《素

问》《灵枢》《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中国医学典

籍［36］179。除了遣唐使和留学生外，以鉴真大师为

代表的友好使者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亦有很大的

影响。日本皇家文物仓库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 8
世纪时日本宫廷所存药物，如“（北仓）‘西棚’尤

多贵重者，如犀角、厚朴、人参、麝香之类，当为当

时遣唐使持归，奉献于皇室者，故自多珍品。奈

良朝之医学，受唐影响，甚为发达”［37］27。奈良国

立博物馆里也藏有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去的中草

药标本。中医药学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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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

中外医药的交流。1974年，泉州湾出土了一艘

宋代木造海船。船舱出土遗物中以香料木数量

最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此外还有胡椒、

槟榔、乳香、龙涎香、朱砂、水银、玳瑁等药物［38］。

这些是中外医药交流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宋

会要辑稿》等古籍文献所载的宋代香药盛行的

一个真实反映。《明史》中也记载了东南亚诸国

如满剌加和苏门答剌的贡物中有栀子花、沉香、

速香、金银香、阿魏、龙涎香、木香、丁香、胡椒、

苏木、硫磺等药物［39］8419-8422。

两千多年来，中外中医药交流未曾中断。现

代社会，中医药也在抗击非典、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等疾病方面成效显著，并为世界疫情的防控治

疗助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如

今在欧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等地区成立有中

医孔子学院，传播中医药学文化。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开始了解中医，学习中医。中医药的国际化

发展逐步推进，人们对中医药的作用也有了更深

的认识。中医药对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发挥着积

极作用，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进步做出

了卓越贡献。总之，从古至今中医药的对外交

流，不仅促进了药物和治疗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还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国际范

围的互动交流，增进了不同地区人民的友好关

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以医学考

古学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对古代中医药国际化进

行探讨，于古于今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结 语

从整个社会来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学科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学科之间的

交流，使得不少学科边缘领域几乎处于学术盲

区，此必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或将阻碍人类对整

个社会的认知。而交叉学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加深人们对世界的

认知。由考古学与医学的交叉、融合、渗透而形

成的新兴学科医学考古学，其连接了医学与考

古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融合，

有助于形成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方法

论，能够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其产生与发展

是考古学与医学互相作用的结果，医学需要利

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探索古代医学的发展，

考古学也需要利用医学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古代

人类文明的面貌，两者的结合源自学科发展的

需求，彼此之间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不断发展和成熟，医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可

能更加完善，其研究的深度会愈益专精，同时也

促使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促进学科的横向与

纵向发展。医学考古学的生长必将推动考古学

与医学边缘领域的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并有

机结合将推动研究理念和研究目的的科学化转

变，以深入认识中医药文化，推进中医药与现代

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服务现实，是科学研究“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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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edical Archaeology

Zhao Congcang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archaeology, medical archaeology connects medicine with archaeology, and it is an
organic fusion between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Its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medical problems that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peopl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based on the physical materials,
objectively and truly revealing many details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medicine, which has important
medical significance, disease significance, health preservation significance, humanistic care significance, heritage
significance, discipline significanc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efore, to
advocate and promote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rchaeology will promote the archaeology
and med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dge, realize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purposes, and form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spirit unifies. It can make us deeply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science, in order
to serve the reality better. It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facing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Key words: Medical Archaeology;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f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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